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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程序正义研究及其启示

冯健鹏

　　内容提要：多年来，程序正义一方面作为法治的基础性原则受到学界重视和强调，另
一方面关于程序正义在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中能起到多大作用的质疑也不绝于耳，双方形

成了可称之为“程序正义普遍性问题”的理论争议。这一理论问题在我国实践中常涉及

到“程序失灵”的现象。“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为回答“程序正义是否具有普遍性”提供

了新的思路。相关研究揭示了被称为“挫败效应”的程序失灵发生机制，即在人们对制度

整体不信任的情况下，表面上的程序正义反而更令人们不满意。关于“挫败效应”的研

究，对于分析我国当前实践中公共决策领域的“参与疲劳”、司法公信力建设等，均有参考

价值；对于程序正义理论体系建构和相关制度的建设，也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主观程序正义　正当程序　程序失灵　挫败效应

冯健鹏，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程序失灵”和主观程序正义

在当代中国法律秩序建构的过程中，程序正义常常要面对一个质疑：一方面，在现代

法律体系中，“程序是法律的中心”、〔１〕“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

区别”，〔２〕程序正义作为法治秩序的基础性原则，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制度上都是法治中

国建设绕不开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重实体、轻程序”传统〔３〕的影响下，

作为“偶然地区性事件”的程序正义〔４〕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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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７３页。
转引自陈瑞华著：《程序正义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９页。
侯欣一：《中国传统社会轻视程序法原因再探》，《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７７－８１页。
参见刘忠：《作为一个偶然地区性事件的正当程序革命》，《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７年卷第２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０９－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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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程序正义普遍性的质疑，所以也可被称为“程序正义的普遍性问题”。在实践中，这

个问题最常涉及到的具体现象就是“程序失灵”，也就是那些表面上符合程序正义的标

准，但实际并未起到预期效果的现象，如听证会“遇冷”、严谨的司法程序却遭遇信任危机

等等。如果说，“程序正义的普遍性问题”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层面的问题，那么“程序

失灵”就相对地是一个更容易引起社会关注的、实践层面的问题。

具体来说，因“程序失灵”而遭到质疑的通常是程序的“非工具性价值”，也就是与实

体目标的实现没有必然联系的、程序自身的价值；程序中有助于实现实体目标的工具性价

值通常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是在理论上，恰恰是那些非工具性的价值才被视为是程序正

义的精髓所在，如作为萨默斯程序理论核心的“程序价值”、〔５〕作为贝勒斯程序理论核心

的“程序利益”、〔６〕马肖的程序尊严理论 〔７〕等等，均强调其与程序结果（程序的实体目

标）无关的特点；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所说：“人们宁愿选择通过公正的

程序实施一项暴戾的实体法，也不愿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实施一项较为宽容的实体

法”。〔８〕 在这些理论中，程序正义的非工具性价值通常体现为一定的程序标准，无论结果

如何，程序本身都应当符合这些标准；而所谓“程序失灵”也就意味着这些标准的失灵。

于是，在“程序正义的普遍性”这个层面，需要明确的问题就是：程序正义的这些标准

究竟从何而来？如果能厘清这些标准的来源，那么就有可能进一步判断其是否具有普遍

性，进而对“程序失灵”做出回应。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并未达成相对一致的意见。

虽然学者们对“正义的程序应当符合哪些标准”存在一定的共识，如平等、参与、公开等普

遍承认的程序正义标准，但是其背后往往有不同的来源：如“传统”是一个常见的来源，

“自然公正”就被认为来自于普通法传统，〔９〕戈尔丁将他的九条程序标准也归结为这一传

统；〔１０〕另一个重要的传统是自由主义，如马肖的程序尊严理论就是基于自由主义传统，尤

其是康德 罗尔斯的传统；〔１１〕此外，某些程序正义的标准还可以追溯到圣经的传统〔１２〕等

等———当下的中国虽然并不绝对地排斥以上传统，但毕竟处于不同的语境当中，基于特定

传统的特定标准显然不能被认为具有普遍性。〔１３〕 另一个常见的来源则与研究方法有关，

典型的就是经济分析方法。理查德·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分析了美国的

各类法律程序，但并未涉及程序的具体评价标准；或者说评价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更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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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ｍｍｅｒｓＲ．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Ｐｌｅａｆ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０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ｐｐ．１－５２．
［美］迈克尔·Ｄ．贝勒斯著：《程序正义———面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５８－
１６４页。
［美］杰瑞·Ｌ．马肖著：《行政国的正当程序》，沈岿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７６页。
转引自陈瑞华著：《程序正义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参见［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郑成思校，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版，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参见［美］戈尔丁著：《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 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参见［美］杰瑞· Ｌ．马肖著：《行政国的正当程序》，沈岿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５－２３８页。
参见［美］艾伦·德肖维茨著：《法律创世记：从圣经故事寻找法律的起源》，林为正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２０３页。
事实上，主张程序标准来源于传统的学者通常都会强调相关结论的时空限制。参见 ＳｕｍｍｅｒｓＲ．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Ｐｌｅａｆ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Ｖａｌｕｅ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０，（１９７４－１９７５）：ｐｐ．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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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更高的收益。〔１４〕 贝勒斯的程序利益理论同样运用了经济分析的方法，但缺乏对于

程序利益的具体分析，尤其缺乏对相关程序标准的限度及在不同标准间进行权衡的具体

分析，这就使得该理论在分析具体制度或案例的可操作性上存在不足。造成这种不足的

原因之一也许是贝勒斯试图包容那些经济分析通常忽略的价值（“程序利益”的具体原则

有许多这类价值），〔１５〕而这些价值之间的通约性则是经济分析法这种“一元价值工具主

义”〔１６〕长期面临的问题。如果说，经济分析的方法在理论上为肯定程序正义的普遍性提

供了可能，那么目前的相关研究并未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１７〕

相对地，主观程序正义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前述所讨论的关于程序正义的标准都

是客观标准，可以称为“客观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的普遍性问题于是就成了“程序正义是

否有某种（些）普遍性的客观标准”；但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并且在理论上也

不容易解决。那么就有必要回到程序正义本身：从历史上看，程序正义的理念之所以会产

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普通法特定的背景下，需要“由程序的正确来间接地支持结果的

妥当性”；〔１８〕在一般性的层面，就是程序正义能够让获得不利结果的当事人也能接受这种

结果〔１９〕———如果绕开与之有关的具体程序标准、转而关注这种程序产生作用的心理机

制，亦即“程序增强当事人公平感的能力”，就是这里所说的主观程序正义。〔２０〕 从这个角

度来说，程序正义的普遍性问题就可以表述为“程序正义所具有的那种让当事人接受结

果的心理机制，是否具有普遍性？”更直白地说，就是“程序正义对这些人有效，对那些人

是不是也有效呢？”

当然，各种程序制度都是客观的，程序的标准也都是客观的，而主观程序正义则可视

为针对这些程序标准的作用机制所展开的探究。对于主观程序正义来说，具体的程序标

准并不是最终结论，而是研究起点，所以主观程序正义也会关心这些标准本身能够起作用

的条件———考虑到这一点，某种“符合标准”的法律程序如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既有

可能是程序正义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并未达到程序正义起作用的条件。这种复

数的可能性，对于回应我国实践中的“程序失灵”现象显然是有启发的。本文尤其注意

到：主观程序正义对于“挫败效应（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这种现象的探讨，与“程序失灵”直接
相关。下文首先梳理主观程序正义以及“挫败效应”的具体内容，然后探讨其对于我国法

律程序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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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理查德·Ａ．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林毅夫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版，第６７７－８０１、８１７－８２９页。
参见［美］迈克尔·Ｄ．贝勒斯著：《程序正义———面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０
－２８５页。
［美］迈克尔·Ｄ．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宋金娜、朱卫国、黄文艺译，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３页。
还有的学者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程序正义的普遍性，不过似未产生广泛影响。参见 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Ｒ．Ｊ．，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ｗ，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页。
参见季卫东著：《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０页。
参见［美］艾伦·林德、汤姆·泰勒著：《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冯健鹏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４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二　程序正义如何可能，又如何“失灵”

（一）主观程序正义的理论背景

主观程序正义结合了对正义心理学的研究和对法律程序（后来扩展到法律之外的其

他程序）的研究，通常认为这种结合的标志是美国学者蒂博和沃克尔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
作《程序正义：一个心理学分析》。〔２１〕 当然，在此之前，蒂博等人已经开展了一些初步研

究。例如在一个早期的研究中，蒂博等人针对朗·富勒提出的“对抗制的司法程序比纠

问制更公正”这一命题，设计了一个心理实验：研究者虚构了一个刑事案件，并提供了５０
条与案件有关的事实陈述，其中半数对被告有利、另外半数则相反。受试者需要听取相关

事实陈述并判断被告是否构成犯罪。实验设计了三组独立的变量：（１）对抗制和纠问制
的陈述方式。（２）有偏见和无偏见。在前者中，实验者先宣读６个与实验案例类似的案
例，并告知其中有５个被判定为被告构成犯罪，由此形成受试者的偏见；在后者中则没有
这一步骤。（３）事实陈述的顺序。在半数受试组中，先宣读２５条有利于被告的事实；在
另外半数受试组中则相反。结果表明：对抗制程序相对纠问制程序而言，确实能够更好地

消除受试者偏见的影响，从而对富勒的前述命题提供了经验支持。蒂博等人进而提出

“过程控制”这个概念，即在诉讼过程中表达意见、展示证据的机会；并认为对抗制程序正

是因为具有更多的“过程控制”色彩，所以才会更受人们青睐。〔２２〕

总体而言，主观程序正义的理论发展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早期的主观程序正义是从对纠问制、对抗制等司法程序的

研究起步的。时至今日，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范围已经扩展到立法程序、行政决策程序，

乃至公司、军队等组织中的程序，基本证实了程序正义“非工具性价值”的存在。

第二，早期的某些观点逐渐得到修正。例如关于“过程控制”的作用机制，早期学者

将其解释为“当事人如果能更好地控制程序，就更有可能得出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因此当

事人倾向于较多过程控制的程序”；但后来的学者指出这仍然是一种结果导向的思路，提

出“过程控制”的作用机制在于“仅仅是拥有表达机会就能让当事人感觉到公平”的“过程

导向”的解释思路，并获得了研究结果的支持。〔２３〕 再如早期的相关理论被认为是基于某

种“自利模式”，将程序正义视为人们自利行为的结果；后来有学者将其修正为“明智的自

利模式”，认为人们的自利行为除了考虑眼前的利益之外、还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长期的

利益；〔２４〕而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了“群体价值模式”，认为程序正义是人与所在群体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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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艾伦·林德、汤姆·泰勒著：《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冯健鹏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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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ｐ．３８６。
参见ＴｙｌｅｒＴ．Ｒ．，ＲａｓｉｎｓｋｉＫ．Ａ．，Ｓｐｏｄｉｃｋ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Ｖｏｉｃｅｏ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ｅａｄｅｒｓ：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４８．１（１９８５）：ｐ．７２。
参见ＲｅｉｓＨ．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１９８６，ｐｐ．１８７－２０９。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结果。〔２５〕

第三，逐渐向更抽象的层面延伸。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往往针对非常具体的制度

或现象展开，因此其结论也是非常具体的；但是当这些具体的研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

相关研究就开始向更抽象的理论层面延伸。例如有学者基于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对

“合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概念展开探讨，提出程序正义对于作为心理现象的合法性的
意义。〔２６〕

此外，对于“怎样的程序才算公平”这个问题，主观程序正义研究也得出了一些评价

标准，包括参与、中立性、权威可信性、获得尊严的对待和受到尊重等等。〔２７〕 显然，这些结

论与前述种种“客观程序正义”提出的标准其实相差不远。这也表明：除了关注“程序正

义的评价标准”这样的研究结论外，还有必要关注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方法。大致而言，

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类：

第一，实验室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中的实验室实验就是在受控制的时空范围内，对

特定的受试者在不同条件下的反应进行对比和分析，并最终探寻相关变量之间的关

系。〔２８〕 前述蒂博等人围绕两种司法程序展开的研究就是典型的实验室实验。此外，在主

观程序正义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情景研究也可以被视为实验室实验的变体。情景研究通

常创设几种不同的情景，观察并对比受试者在不同情景中的反应。〔２９〕 例如有学者在针对

立法程序展开的研究中，按照“开放程序／封闭程序”、“道德议题／技术议题”以及“立法通
过／立法不通过”这三个因素，交叉设计了八种不同的新闻报道，测量并分析受试者阅读
这些新闻报道后的主观感受，〔３０〕这就是典型的情景研究的方法。

第二，田野实验的方法。田野实验是指在真实的（而非受控制的）社会环境中通过随

机安排进行研究的方法。例如在一项关于组织程序的研究中，研究者将真实的电话销售

柜台员工随机安排到三种程序中：第一种程序允许员工自主选择任务安排，第二种程序是

员工可以向决定任务安排的主管表达意见，第三种程序则是员工只能服从主管的安排。

通过这种分组，观察员工的表现，并分析其与相关程序之间的关系。〔３１〕

第三，问卷调查的方法。在问卷中设置反映相关性的问题，探究受访者的回应及其影

响因素之间的规律。例如在一项针对美国芝加哥居民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电话问卷调

查的方式研究了人们的结果偏好、程序公平感以及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３２〕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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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ＴｙｌｅｒＴ．Ｒ．，ＭｃＧｒａｗＫ．Ｍ．，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Ｑｕｉｅｓｃ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４２．２（１９８６）：ｐｐ．１１５－１２８。
参见ＴｙｌｅｒＴ．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ｎｕ．Ｒｅｖ．Ｐｓｙｃｈｏｌ，５７（２００６）：ｐｐ．３７５
－４００。
参见［美］汤姆·Ｒ．泰勒著：《程序正义》，高鸿钧译，载［美］奥斯汀·萨拉特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高鸿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８１－４８５页。
参见［美］艾尔·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２３页。
参见［美］艾伦·林德、汤姆·泰勒著：《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冯健鹏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３页。
参见ＧａｎｇｌＡ．，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５．２（２００３）：
ｐｐ．１１９－１４９。
参见ＥａｒｌｅｙＰ．Ｃ．，ＬｉｎｄＥ．Ａ．，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ａｓｋ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Ｊｕｓｔｉｃ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５２．６（１９８７）：ｐ．１１４８。
参见［美］汤姆·泰勒著：《人们为什么遵守法律》，黄永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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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这些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彼此间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而是应当在严守

研究规范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选择。同时，对于同一观点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运

用多种方法开展研究，从而增强相关结论的可靠性。

（二）跨文化研究：初涉“程序失灵”

主观程序正义研究很早就意识到程序正义的普遍性问题，这主要体现为相关研究对

程序正义跨文化有效性的关注，也就是关注特定情况下“程序失灵”的可能性：在某种文

化中有效的程序正义，在另一种文化中会不会“失灵”呢？

前述蒂博等人关于对抗制程序和纠问制程序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质疑：该

项研究的受试者都是美国大学生，对抗制的诉讼程序是他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对于

对抗制程序的偏好会不会仅仅是因为他们对这种程序更熟悉呢？为了回应这一点，有学

者组织了美、英、法、德四国的受试者开展了跨文化的研究。结果显示，所有四个国家（包

括采用纠问制程序的国家）的受试者都更偏好对抗制程序，从而证实了对抗制程序所蕴

含的程序正义因素的跨文化性。〔３３〕 然而，美、英、法、德四国仍然共处于同质性颇高的同

一文化圈内，对于对抗制程序的偏好是不是这种“西方文化”所独有的呢？对此，有学者

展开了更大范围的跨文化研究：研究运用情景研究的方法，以中国香港的大学生和美国中

西部的大学生为受试者。结果显示：美国受试者更倾向于选择对抗制程序而非纠问制程

序，但是中国受试者对于两种程序没有显著的偏好差异———对抗制程序对中国受试者

“失灵”了。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两国的受试者都显示出在“过程控制”和“程序偏好”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这两种文化都将过程控制视为程序的一项正面特征；

只是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对抗制所包含的那种明显的竞争关系，所以抵消了过程控制原

本可以提升的正面评价〔３４〕———这项研究表明，虽然不同文化展现出不同的程序偏好，但

程序正义发挥作用的机理是一致的；就这一点而言，主观程序正义在理论上将“程序正义

的普遍性”推进到了“程序正义作用机理的普遍性”。

由于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主要是美国学者以美国社会为背景所开展的，因此跨文化

研究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其他国家学者的相关研究。在我国，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较早出

现在社会学领域：有学者运用情景研究的方法对我国村委会选举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程

序公平对于公平性评价的影响力，远远大于结果的影响力。〔３５〕 法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印

证了类似的观点：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社会公众对于司法机关（包括公安

机关）信任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程序性因素比实体性因素更具影响力。〔３６〕 另一项

研究则运用情景研究的方法，对立法行为展开了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越是感到立法程序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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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光、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Ｒ．Ｗｉｌｋｉｎｇ、于淼：《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基于村委会选举调查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１期，第６４－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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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正性，就越可能接受立法结果，尽管结果可能与自己的观点相左〔３７〕———这些研究的

对象既有农民，也有大学生，还有范围更广的社会公众；而这些研究均证实了主观程序正

义的基本观点，即人们对程序本身是否公正的感受会影响人们对相关结果的接受程度，也

就是肯定了程序正义的普遍性。此外，在深入主观程序正义的作用机理时，相关研究均有

一些新的发现，如“东部农民比中部农民更能感受到村委会选举的公平问题”、〔３８〕“程序

的伦理性因素对当事人感知程序公平性的影响最大”、〔３９〕“人们越是认为执法通常都是公

正的，就越容易认同执法个案中的程序公平性”〔４０〕等等；这都显示出进一步探讨程序正义

在我国实践中的具体作用机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主观程序正义的跨文化研究将“程序失灵”作为一种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设，因此在整

个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脉络中是值得关注的。不过如前所述，相关研究大致上均肯定了

程序正义的普遍性，也就是“程序失灵”在跨文化的情况下其实并未大量出现。所以相关

研究对于“程序失灵”的具体表现和机制也就没有深入，只是“初涉”而已。主观程序正义

对“程序失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挫败效应”的探讨中。

（三）“挫败效应”：对“程序失灵”的集中探讨

“挫败效应”是指：“表面上公平的程序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被认为比“表面上不公平

的程序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更不公平。在通常情况下，“主观程序正义”和“客观程序正

义”应该是一致的，越符合程序正义客观标准的程序就越能让人在主观上感受到整体上

的公平、更容易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结果。然而在“挫败效应”中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越

是客观上公平的程序，反而越是让人感到不公平、更难以接受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显

然，这正是一种“程序失灵”的现象。

这种现象是美国学者富尔杰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现的。在一项实验室实验中，受试
者的酬劳由被指派为“管理者”的实验工作人员决定（但受试者不知道对方是工作人员，

而认为对方也是受试者），并且被告知：酬劳总额是固定的，管理者在决定分配给受试者

的酬劳后，管理者自己可以拿走剩余的部分。在这种基本安排下，进行多轮分配实验。在

部分实验组中，受试者的酬劳在几轮分配中都保持不变，当然这种分配对于受试者而言肯

定是不公平的；在另一些实验组中，受试者的酬劳一轮比一轮更高，但总体上仍然低得不

公平。同时，部分实验组设置了“有限的表达意见机会”这个程序，受试者可以提请管理

者“注意公平行事”；另一些实验组则不允许受试者与管理者有任何的交流。实验结果显

示：当受试者的收入不公平且没有变化时，还可以观察到程序正义的影响。但是，当受试

者的收入不公平但持续提升的时候，包含表达意见机会的程序所具有的程序正义优势并

不会提升对于分配公平的评价；相反，这种情况中对于分配公平的感受明显地低于其他程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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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富尔杰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挫败效应”。〔４１〕

有学者提出，之所以出现“挫败效应”，是因为受试者相信分配者（即实验中的“管理

者”）与分配结果有利害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受试者会认为表面上公平的程序只不过是

掩盖不公平的分配结果的幌子〔４２〕———这解释了“挫败效应”的成因，但是“分配者与分配

结果有利害关系”本身也违反了正当程序的标准，因此这样解释的“挫败效应”也就成了

不同程序标准强弱差异的结果，那么所谓的“挫败效应”就并不是程序正义的异常情况。

但是这种理解不能解释富尔杰后续的相关研究。

富尔杰后续做了两个实验来验证“挫败效应”。第一个实验基本重复了最初实验的

设置，只是增加了分配者“按有利于自己的原则分配”或“按其他受试者关于分配的意见

分配”这一个变量，结果发现：“挫败效应”没有在“对分配者有利”的情况下出现，反而是

在“对其他受试者有利”的情况下出现了。在第二个实验中，在富尔杰最初实验的基础

上，通过装扮成其他被分配者的实验工作人员与受试者接触，令一部分受试者确信“分配

不公”，而另一部分受试者则没有这样的确信。结果发现，那些确信“分配不公”的受试者

身上同样出现了“挫败效应”的情况〔４３〕———在这两个实验中，出现“挫败效应”的情况都

不存在“分配者与分配结果有利害关系”，而只是令受试者感受到“分配不公”这种氛围。

这也就是直接否定了前述解释，即“挫败效应”出现的关键并不在于“分配者与分配结果存

在利害关系”这种违反正当程序标准的情况，而是在于人们感受到整体上不公平的氛围。

后来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挫败效应”的具体作用机理。大致而言，“挫败效应”出

现的关键在于人们相信程序本身是“虚假的”或“虚伪的”，程序在这种时候就显得“虚

弱”甚至“堕落”〔４４〕———在这种情况下，程序越是在客观上符合正义的标准，人们对案件

整体上的评价反而越低。〔４５〕 不过，由于研究者认为在美国社会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程序

整体上产生信赖危机的时候并不多（也就是“程序失灵”的情况并不多），因此法律中的

“挫败效应”也被认为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４６〕 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挫败效应”对于

“在程序中的表达机会”这一程序标准的影响，尚未对“挫败效应”的具体作用机理和对于

程序的整体影响展开全面研究；目前也尚未发现专门针对司法程序等特定法律程序的相

关研究。就国内研究而言，目前还没有看到直接以“挫败效应”为主题的实证研究，但是

前述关于主观程序正义的国内研究中已有部分内容可能涉及到这一点。例如有研究发现

受试者对于社会一般执法公平程度的感受会影响对个案中程序公平的评价，〔４７〕这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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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挫败效应”有关，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不过总体而言，关于“挫败效应”的

研究在国内主观程序正义领域也没有展开。

三　“挫败效应”的启示

关于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目前在我国已渐露头角，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决定了相关

研究势必要以我国当前的社会实践为对象，可以说是直面“程序正义普遍性”的研究。不

过，对于“挫败效应”这一在美国学界并未引起重视的现象，我国学界也未给予足够的注

意，仍不免显露出些许亦步亦趋的色彩。然而考虑到“程序失灵”在我国实践中的多发

性，就不能不对“挫败效应”引起重视；在理论上，“挫败效应”为“程序失灵”的现象提供

了一种仍然处于程序正义理论框架内的解释，既不必拘泥于程序正义理论的某些教条、也

不必对程序正义理论全盘否定，从而有可能缓和“程序正义的普遍性问题”在我国的紧张

状况，为程序正义在我国的应用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结合我国社会的现状，我们可以从“挫败效应”中获得大致两个层面的重要启示：一

是在公共决策和司法等领域中与“程序失灵”直接相关的实践问题；一是由“程序正义的

普遍性问题”所引发的理论问题。前一个层面将讨论公众参与程序遇到的“参与疲劳”现

象，以及我国当前司法公信力的现状和可能的改善途径；后一个层面将讨论如何协调“对

程序的主观感受”和客观标准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特定社会环境

中更好地发挥程序作用。

（一）对程序正义实践的启示

１．如何应对“参与疲劳”

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公共领域的程序建设也是以“扩大公众参与”为基本导向

的。〔４８〕 在理念上，扩大公众参与的意义在于“即使最终决策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大部分人

也能释然接受”，〔４９〕这与主观程序正义的理念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早期公众对于相关领

域扩大参与的做法，反应也是相当积极和正面的。例如１９９９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决定
对《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进行全面修订，并决定以听证会的方式公开征求

公众意见，这是我国地方人大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这次尝试获得了社会公众的热烈回

应：在几天内就有数十人报名参加听证或旁听，同时还有２８家新闻媒体要求采访，事后编
写的听证报告也厚达４７页。〔５０〕 类似的情况在当年并不少见。在此背景下，公众参与的
程序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以听证为例：在中央层面，２０００年的《立法法》中即规定了立法
听证，２０１５年的修改更是充实了立法听证的规范内容。在地方层面，据“北大法宝”检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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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学者就将我国宪法规范中关于“主体参与”的表述作为建立“正当行政程序”的两个规范起点之一。参

见章剑生：《论行政程序正当性的宪法规范基础———以规范实证分析为视角》，《政法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
９５－９８页。
袁曙宏：《依法健全决策机制》，载本书编写组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

读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５１页。
参见朱香山、林俊杰：《１０年前，广东首开立法听证之先河》，《检察日报》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０日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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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３月，各地专门规定立法听证的地方法规７部，地方政府规章１部，其他规
范性文件７部；专门规定重大行政决策听证的地方政府规章４部，其他规范性文件３７部。

然而，旨在扩大公众参与的程序制度实践了一段时间后，社会公众反而对此兴趣逐渐

下降，出现了类似“审美疲劳”的“参与疲劳”。首当其冲的就是各类价格听证会，一些地

方的价格听证会被认为是“涨价会”，公众参与的热情逐渐消退。有研究统计了北京１９９８
至２０００年间四次价格听证会的听证代表到会情况，发现代表到会率呈逐年下滑的趋势，
最低甚至仅到５３．５％。〔５１〕 这种“参与疲劳”不仅出现在价格听证领域，在各类公众参与
的形式中都有所表现：例如当年探索地方立法新的参与形式并获得公众热烈回应的广东

省，２０１１年开始尝试开展省人大常委会对政府部门的专题询问，并在官方网站上开放直
播和公众留言的通道，但是公众反应极为冷淡，除２０１１年首次直播有７条留言外，后４次
均出现了“零留言”的窘境。〔５２〕

在对于价格听证的讨论中，已有学者注意到公众参与热度消退的背后是对听证制度

整体上的信任危机。〔５３〕 显然，这正是“挫败效应”的表现。同时，按照“挫败效应”的原

理，公众参与热度消退（也就是公众对整体参与过程的评价降低）的状况并不局限于听

证，而是会普遍地存在于各种公众参与的程序制度中，这也与前述我国的相关状况吻

合———如果说，“挫败效应”在美国只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罕见现象，因此未受重视；那么

在中国，“挫败效应”恰恰有着生动的现实样本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参与疲劳”这样并

不鲜见的社会现象为“挫败效应”以及相关程序正义运作机理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

素材，这也是主观程序正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重要着眼点：既使得主观程序正义理

论能有针对性地解释进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使得“挫败效应”等主观程序正义的理

论内容得以充实和发展。

更重要的是，对于“参与疲劳”这样的社会现实，除了“公众素质不高”论、“程序无

用”论等解释外，“挫败效应”能够提供另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解释：程序正义的效果是有条

件的，这就是程序参与者对程序主导者要抱持充分的信任、相信后者的诚意；而这种信任

是动态的，需要建立在一系列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之上。基于这种解释，可以提出一些应

对“参与疲劳”的措施：例如在公共决策的整体制度设计上，让公众参与真正发挥能够影

响决策结果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应付合法性审查的要求，更不能仅仅“走过场”，也就是从

根源上消除“挫败效应”产生的土壤；在具体程序设置上，应当着眼于令程序参与者感觉

到自己受到了认真对待，在信息公开、时间安排、人员配置、意见反馈等环节充分考虑参与

者的主观感受，也就是尽量避免各种可能触发“挫败效应”的具体因素。

总之，“参与疲劳”意味着试图通过公众参与增进公共决策正当性的程序在某种意义

上确实“失灵”了；但是如果将其视为“挫败效应”的表现，那么我们既没有必要盲目否定

程序的意义，也不可以迷信某些特定的程序形式，而是需要站在程序当事人的角度，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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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宗超、薛澜、阚珂著：《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７页。
参见薛冰妮：《省人大专题询问厅官 连续４年直播网友零留言》，《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０日第Ａ０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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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相关制度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提升程序实效的措施。

２．司法公信力建设可能遇到的“陷阱”

司法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对于司法整体上的信赖和认可程度，这种信赖和认可关系

到司法的权威，也与司法权的有效运作息息相关。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关于司法公信力的

讨论往往围绕诸如“执行难”、“司法腐败”、“信访不信法”等具体问题展开。进入２１世
纪，司法机关逐渐将司法公信力作为一个整体加以重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２００４年的
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司法公正树形象”、“维护司法权威”等直接关系司法公信力的措

施；而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５年的重点调研课题也将“关于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的调
研”增列其中；２０１３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切实践行司法为民大力加强公正司法不
断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专门布置了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各项工作。同时，提高司

法公信力逐渐成为国家改革和发展整体性目标的组成部分：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
“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具体目标之一；

２０１３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
专门一部分阐述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并将其作为对司法机关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战略中的定位———可以说，司法公信力已经成为评价司法领域的重要尺度之一。

司法公信力体现为社会公众对于司法的某种主观态度，而这种主观态度乃是基于社

会公众朴素的法感情，前述司法执行、司法清廉、涉诉信访等具体问题无不对其有直接的

影响。然而，这种法感情本身与司法公信力并不能划上等号，因为这种法感情是基于个案

的、零星的，而对司法的公信力评价则是整体上的，并且具有完整逻辑结构；这种法感情是

社会成员个体化的、参差多样的，而对司法的公信力评价则是社会公众整体意义上的；这

种法感情是基于感性认识的，可能因时、因地、因特定事件而随时流变，而对司法的公信力

评价则是体现理性判断的、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因此，司法公信力的提高，除了关注

前述具体问题外，还有赖于以司法特性为基础的整体结构设置。站在这个角度，程序正义

的意义便凸显了出来：一方面，维护和提升司法公信力，被认为是程序正义的重要功能之

一；〔５４〕另一方面，在对于具体司法政策和措施的讨论中，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程序正义和

司法公信力之间的密切关系。〔５５〕 总之，通过程序正义维护和提升司法公信力成为一种非

常现实的选择。于是，主观程序正义就可以作为社会公众主观感受的司法公信力和程序

正义之间重要的纽带；〔５６〕而体现了主观程序正义作用机理的“挫败效应”，对于我国司法

公信力的建设也有着直接的启示意义。

如前所述，“挫败效应”指出：人们如果对程序制度整体上丧失信心，那么在个案中接

触到的程序越是符合正义的客观标准对个案的评价反而越低。从司法公信力的角度来

看，可以表述为：当司法公信力很低的时候，越是在个案中强调客观的程序正义标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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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学者指出“程序正当（给当事人）带来了信赖感”。参见孙笑侠著：《程序的法理》，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
９７页。
如有学者指出，在推进“大调解”的同时，应当“注意司法程序的正当性……防止对司法公信力的损害”，参见龙

宗智：《关于“大调解”和“能动司法”的思考》，《政法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９８页。类似的观点也见于江必新：
《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中国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５－１４页。
参见苏新建：《主观程序正义对司法的意义》，《政法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１２５－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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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案的评价反而会越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推论，当这种个案越积越多，会反过来造

成司法公信力的进一步降低———当然，目前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还有待于以我国

司法实践为对象的实证研究验证。不过这种可能性提示了一种“程序正义的公信力陷

阱”：在特定情况下，对于司法中程序正义标准的强调不但无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而

且有可能适得其反。一旦我国的司法实践大规模地落入这个陷阱，那么不仅程序正义对

于司法公信力的意义可能会遭到质疑，甚至连司法程序本身的意义都有可能会动摇。因

此，这个陷阱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需要说明的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探讨并不是否定在司法案件中强调程序正义对于司

法公信力建设的意义，更不是否认“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与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内在关联；相反，这种可能性可以从反面理解：只有避免了“程序正

义的公信力陷阱”，司法个案中的程序正义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整体上的司法公信力建设。

而要避免这个陷阱，一方面需要对我国司法公信力状况做更为细致的实证调查；除了整体

上的公信力状况外，还有必要掌握各地区、各主要人群类型、各主要制度的司法公信力状

况及其内在规律，从而为有针对性地采取具体措施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有必要在理论上

厘清“挫败效应”出现的临界点。以我国司法实践为研究对象，探究各主要司法制度中出

现“挫败效应”的具体条件，从而增强对相关社会状况的应对能力———这两个方面都需要

围绕我国司法公信力的现状进一步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这种实证研究既可以令我们对中

国的相关现状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促使我们在相关理论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对程序正义理论的启示

１．如何协调“对程序的主观感受”和客观标准
“协调‘对程序的主观感受’和客观标准”是程序正义理论内部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两者之间可能的不一致。例如有学者指出：站在

当事人的角度，发表意见的时间越多，通常就越符合主观程序正义；但对于法庭规则来说，

程序正义的客观标准通常不可能允许一方当事人想表达多久就表达多久、想表达什么就

表达什么。〔５７〕 无独有偶，我国的司法实践也将法官的耐心倾听作为司法美德，〔５８〕站在当

事人的角度，这当然是符合主观程序正义的；但是过度的倾听同样有可能影响庭审效率等

客观程序标准———“倾听”和“效率”之间可能的矛盾只是程序主观感受和客观标准之间

可能不一致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但这种不一致至少在理论上提示了主观程序正义和

客观程序正义可能的分歧乃至分裂，这是程序正义理论必须正视的。更何况，对于中国的

实践来说，还存在“程序正义的普遍性问题”有待解决，如果程序正义理论内部本身存在

冲突，那么显然不利于程序正义在法律实践中发挥作用。因此，这一涉及程序正义理论的

重要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５９〕

不过，正如前述，主观程序正义对于程序标准的概括其实在很多时候与客观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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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艾伦·林德、汤姆·泰勒著：《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冯健鹏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５页。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１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加强法律实施工作的意见》（法发［２０１１］１１号）就要求“坚持
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方法与依法审判相结合，善于用群众认同的态度倾听诉求……”。

已有国内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参见郭春镇：《感知的程序正义———主观程序正义及其建构》，《法制与社会发

展》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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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括是一致的；〔６０〕也就是说，符合客观程序正义标准的程序制度，在通常情况下也能令

当事人主观上感到公平。这一点也为前述国内关于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所证实。然而，

恰恰是在“挫败效应”出现的时候，两种程序正义的分歧产生了：一方面，相关的程序制度

至少在表面上符合程序正义的客观标准；但是另一方面，当事人在主观上却没有感到公

平，甚至感到更不公平———可以说，“挫败效应”正是主、客观程序正义产生分歧的关键之

处，因此也成为协调“对程序的主观感受”和客观标准的着眼点。具体而言，这种“着眼

点”可以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挫败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反映了主、客观程序正义可能发生分歧的具体情

况。如前所述，虽然“对程序的主观感受”和客观标准之间的不一致意味着程序正义理论

内部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在实践中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因

此并不容易搜集其在实践中的各种具体情况，从而给相关研究造成了困难。然而，“挫败

效应”正是这种不一致的集中体现。因此，以“挫败效应”这一相对明显的异常状态为线

索，在法律实践的各个领域中寻找其产生和运作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成为具有可行性的

思路。

其次，“挫败效应”的作用机理为厘清主、客观程序正义发生分歧的深层原因提供了

线索。主、客观程序正义不一致的现象，既是程序正义理论本身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也

给法律程序制度的实践造成了困扰；因此，厘清造成这种不一致的深层原因，在理论和实

践两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挫败效应”可以说是在我国社会环境中较有可能出现的主、

客观程序正义不一致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探究“挫败效应”的作用机理，显然有助于厘

清主、客观程序正义不一致的深层原因。相对而言，美国现有的主观程序正义研究对于

“挫败效应”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也不多；这是美国自身的社会环境特点所造成的。而基

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必要对“挫败效应”做深入的研究，从而有针对性地探究我国社会

中主、客观程序正义不一致的深层原因。

最后，抑制或消除“挫败效应”的措施为协调主、客观程序正义的分歧提供了具体的

解决办法。毋庸讳言，程序正义作为一种法律移植的产物，在中国社会中缺乏历史传统的

根基；在这种情况下，“对程序的主观感受”和客观标准之间的不一致很容易引发“程序无

用”论或机械套用程序标准等极端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无助于在法治框架下解决具体

问题。在明了“挫败效应”的具体作用机理之后，也就能够对各领域出现的“挫败效应”现

象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其加以抑制或消除，而这也就为协调主、客观程序正义的分歧提

供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进而促使程序正义理论更好地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２．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社会意识下如何改善程序的实施状况

经过多年的法治建设，我国相关领域中的各类法律程序制度已逐步建立起来，程序正

义的理念也成为部分法律程序的基本原则；〔６１〕但是在社会意识的层面，在我国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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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汤姆·Ｒ．泰勒著：《程序正义》，高鸿钧译，载［美］奥斯汀·萨拉特编：《布莱克维尔法律与社会指南》，
高鸿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８１－４８５页。
如在司法诉讼领域，“确保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就被认为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目的之一。参见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２００８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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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深厚根基的“重实体、轻程序”意识却并不容易消除。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各类法律程序不得不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社会意识下运作。如果说，就立法而

言，各类法律程序制度的建立主要集中在客观方面，因此更有赖于程序正义诸客观标准及

其具体化；那么就法律实施而言，作为法律制度基本运作环境的“重实体、轻程序”的社会

意识则体现在主观方面，因此也就更需要站在主观程序正义的视角加以观察和分析———

当然，这并非是要割裂程序正义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恰恰相反，这正体现出主、客观程

序正义相协调的重要性。

但是与前一小节关注的“主、客观程序正义的不一致”不同，这里关心的是在“重实

体、轻程序”的社会意识下，程序制度的运作可能面临的不利状况。如前所述，“挫败效应”

出现的关键在于当事人对程序整体上丧失信心。丧失信心的原因有很多，这也是“挫败效

应”需要更深入研究的主题之一。不过很显然，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社会意识下，原本就

受到轻视的程序很容易因为各种外界影响而使得当事人对其丧失信心，于是也就更容易出

现“挫败效应”；而受“挫败效应”影响，当事人对于那些客观上符合程序标准的制度反而评

价不高，更谈不上“通过这样的程序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从而影响了相关程序制度的

实际运作状况；如果具体程序制度运作不佳的状况普遍存在，又会反过来加重“重实体、轻

程序”的社会意识———这样的恶性循环，可以说是法律程序从理念到制度都必须面对的

挑战。厘清这个循环的基本内容，可以使我们能够不再局限于泛泛地得出“因为人们重

实体、轻程序，所以程序正义行不通”这样的论断，而是可以更加具有针对性地采取行动。

在此过程中，“挫败效应”正是关键的一环。具体而言，首先可以将“挫败效应”作为

标志性指标，关注对相关程序制度运作状况在社会公众主观方面的评估和分析。近年来，

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对某一法律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都逐渐成为重要的议题，这

是我国法治建设走向精细化和科学化的表现。程序制度当然也可以、并且应该成为这种

评估的对象。在对程序制度的评估过程中，“是否符合客观的程序正义标准”是比较容易

判断和评价的，但这显然不是程序制度实施效果的全部；同时，“实施效果”往往与制度运

作的实体结果相关，但基于结果的评估难免有悖于程序的相对独立性。此时，基于主观程

序正义的评估就显得非常必要了。不过，主观程序正义的评价基准在于当事人的感受、尤

其是“当事人满意”，而有些程序制度———如司法程序———并不宜将“当事人满意”作为最

终的或唯一的评价标准，因此基于主观程序正义的评价应当是“病历本”而非“指挥棒”，

关键在于发现程序制度运作过程中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挫败效应”就是很好的标志

性指标，能够精确地体现出特定程序制度（哪怕是完全符合程序正义客观标准的制度）的

实际问题。总之，对于程序制度运作状况的评估与分析不能缺少主观程序正义的角度，而

“挫败效应”正是主观程序正义领域的一个合适指标。

在借助“挫败效应”了解特定程序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所遇到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能够

通过抑制或消除“挫败效应”的具体手段，对相关程序制度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改

善其实际运作状况。

在这个“认识程序的实施状况”进而“改善程序的实施状况”的过程中，“挫败效应”

可以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恰恰是由于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社会意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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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败效应”这种“程序失灵”的现象成为程序制度运作中相对常见且具有典型意义的病

症。同时，“重实体、轻程序”的社会意识虽然不容易消除，但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各种

法律程序制度的实施状况得以改善，这种社会意识也有望得以扭转，并最终打破前述“制

度实施”和“社会意识”之间的恶性循环。

四　结　语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化，作为法治基础之一的程序正义理念及相关制度需要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程序正义的普遍性问题”也势必越来越凸显，而“程序失灵”又

是其中极为突出的现实问题。概括地说，对待程序正义，既不宜盲目否定，也不宜将其教

条化，而是应当以我国的实践为基础，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落地”之路。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虽然主观程序正义的研究未必能完全回答“程序正义的普遍性问题”，因而也未必

能完全解决“程序失灵”，但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毕竟能为程序正义在我国的“落地”提供

有益的知识支持。尤其是主观程序正义研究所揭示的“挫败效应”，无论是对于我国社会

当前存在的一些“程序失灵”现象，还是对于更宏观层面的理论建构与制度建设，都不乏

启示意义。当然，从“启示”到真正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办法，还有赖于学界对“挫败效

应”在中国当下环境中的进一步研究，这也是笔者未来的研究主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研究”

（１３ＣＦＸ０２５）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ｍａｎｙｙｅａｒ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ｓａ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ｈａ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ｗｈｅｔｈｅ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ｎｐｌａｙａ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ｏｖｅｒ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ｓ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ｇ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
ｎｅｗｗａｙ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ｆｏｒ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ｅｔｈｅ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ｒｅｖｅａｌ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ａｔｉ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ｈａｖｅｌｏｓｔｔｈｅｉｒｆａ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ａｗｈｏｌｅ，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ａｎｍａｋｅｔｈｅｍｅｖｅｎｍｏｒｅ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ｍ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Ｃｈｉ
ｎａ，ｓｕｃｈ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ｆａｔｉｇｕｅ”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ｓｙｓ
ｔｅｍｓａｔｔｈｅｍａｃｒｏｌｅｖｅｌ．

（责任编辑：支振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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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程序正义研究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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